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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农业起源是人类文明进程中
的里程碑式变革，标志着人类从被
动适应自然的狩猎采集模式，转向
主动改造自然的食物生产模式，为
定居生活、社会复杂化与文明起源
奠定了物质基础。

世界农业起源研究以西亚和
美洲两地区研究成果最多。确认西
亚地区起源的栽培作物主要是大
麦、小麦等农作物，家养动物是山
羊、绵羊、黄牛等家畜，该地区农业
起源的时间大体在距今12000年至
9000年。美洲是另一处农业起源中
心，该地区最重要的栽培作物是美
洲墨西哥中南部巴尔萨斯河流域
的玉米，其祖本为类蜀黍，驯化起
源的时间距今约9000年。美洲的家
养动物主要是南美洲安第斯山区
的羊驼和骆马，驯化起源的时间是
距今约6000年。中国是除西亚和美
洲之外的另一处农业起源中心，
粟、黍、水稻、猪、狗等作物和动物
的驯化是中国为世界文明做出的
巨大贡献之一。

中国农业起源大体可分为两
个发展脉络，一是分布在中国北方
地区的以种植粟和黍、饲养猪和狗
为代表的旱作农业；二是分布在长
江中下游地区的以种植水稻、饲养
猪和狗为特色的稻作农业。目前的
研究，粟的野生祖本是狗尾草，黍
的野生祖本尚不确定，猪的野生祖
先是野猪，狗的野生祖先是灰狼。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粟和黍是在中
国北方被栽培、驯化并最终成为该
地区的主要农作物；猪和狗在中国
北方地区出现的时间虽早，但具体
的驯化区域和时间尚不清晰。

稻作起源于距今1万年的中国
长江下游地区，这一观点获普遍认
可。上山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在形
态特征上属于栽培稻，且陶器中稻
壳碳十四年代为距今 10000 年。而
既往粟黍研究受限于年代精度不
足、作物遗存发现少和保存差，对
旱作农业起源的时间节点、演化路
径尚未形成统一认知，尤其旧、新
石器时代考古遗存相对较少，学界
对早期聚落和生业的认识较为局
限，与稻作起源研究相比，研究仍
然较为薄弱，需要进一步研究。

为此，202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中国国家博物馆等10家单位共同参与了
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
源、形成与发展研究”项目。该项目以多学科
交叉方法系统研究冀北、西辽河、黄河中下游
地区距今 10000 年至 5000 年的农业演化脉
络，取得突破性进展。项目在河北康保兴隆遗
址发现距今 8600 年炭化黍，经 AMS 碳十四
直接测年与显微CT 三维无损分析，确认为
国内最早有测年依据的黍类遗存，大幅提前
北方旱作农业起源时间；山东淄博小高遗址
出土距今约9000年的炭化粟类与豆类遗存，
确立“粟+豆”旱作农业体系，是世界上最早
的豆类栽培证据之一；粟作农业在闽浙赣交
界地带出现，支持了旱作农业沿内陆路线传
播的假说，为构建中国南北农业互动新格局
提供实证；获得北方旱作农业三阶段的认识，
厘清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形成与发展脉络；团
队整合碳十四数据构建高精度年代框架，优
化同位素、陶器脂质等检测技术，重建先民饮
食与生业转型轨迹；提出农业起源“涌现”假
说，形成中国原创解释体系。

由于篇幅限制，仅以《北方旱作农业起源
和形成阶段的“坝上模式”研究》为题，阐释取
得的其中一项突破性进展。

近年来，作为连接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
的过渡地带的坝上高原，陆续发现河北四台、
兴隆、内蒙古裕民、四麻沟、乃仁陶勒盖等重
要遗址，这些考古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磨
制石器、动物骨骼和植物遗存，尤其四台和兴
隆遗址出土了旧新过渡时期和新石器早期的
遗存，为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研究提供了
契机。

研究思路

研究以坝上高原兴隆遗址、四台遗址和
裕民遗址为关键遗址，以多学科参与的、带
有研究目的的、规范化田野考古采样、信息
提取和综合分析为主要思路，综合考古学文
化演变与聚落变迁、年代学、植物遗存、动物
遗存、同位素分析、残留物分析及环境考古
等多种研究证据，系统梳理上述遗址的文化
遗存、生业证据与环境背景，探讨坝上地区
农业起源和形成阶段的生业特征、发展路径
与区域独特性，提炼出农业起源和形成阶段
的“坝上模式”。

研究内容

定居方式的强化
四台遗址遗存分为四期，年代从距今

10400 年至 6400 年，为坝上地区建立了连续
的文化序列标尺；房址从早期不规整地穴式
到晚期形状规整的半地穴式，面积增大，定居
程度不断加强；工具组合变化体现了从狩猎
采集向广谱性生计的过渡。兴隆遗址地层跨
越距今 1.1 万年至 5200 年，串联起坝上地区
旧新石器过渡至新石器晚期的完整年代序
列，尤其是距今1.1万年至1万年的旧新过渡

阶段的遗存，填补了区域文化空
白。遗址一至三期属裕民文化，出
土房址50余座及大批陶、石、骨器，
为探讨该文化分期与社会演变提
供关键依据；距今 9000 年至 7000
年暖湿期，聚落兴盛，定居程度加
强。裕民遗址为冬季营地式聚落，
生业以狩猎采集为主，兼有原始种
植。工具的种类集中反映了采集、
狩猎、植物加工和木质、骨质器等
的使用情况。

总之，兴隆遗址在距今 11600
年至10500年，为露天临时营地，陶
器和研磨石器出现；距今 8700 年
至 7100年，定居聚落出现。四台遗
址距今 11000年至 9000年，出现营
建居所现象，出现定居的社群；距
今 7700 年至 7400 年，房址结构渐
趋规整，面积增大，定居进程不断
加强。伴随着定居的加强，人口增
加，资源压力加大，促使坝上农业
起源和形成。故，定居方式的强化
是农业起源和形成阶段的坝上模
式的一个重要特点。

生态环境孕育
从全球气候看，新仙女木事件

以后进入全新世，大地回暖，气候
开始向有利于人类生存繁衍的温
暖湿润方向发展。

从局域生态环境看，通过对兴
隆遗址剖面进行植硅体、孢粉、粒
度、年代分析，遗址所在区域在距
今 11700年至 5000年气候暖湿化，
植被类型由草原变为森林草原；距
今 9200 年至 7100 年，区域气候环
境最适宜。木炭分析也证实距今
8700年至7000年，遗址所在地水热
条件适宜。对四台遗址周边的安固
里淖孢粉定量重建结果显示，距今
8000年水热组合条件达到最好，森
林草原取代了疏林草原。

从地理位置看，坝上高原处在
华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向温带
草原过渡地带，为农牧交错带。其
具有环境梯度大，各种景观要素的
变化明显，具有较强的边缘效应；
环境异质性强，植物种类及群落结
构复杂，生物多样性增加；群落成
分处在激烈竞争的动态平衡之中，
促使农业开始萌芽。

总之，早全新世有利的气候条
件，促进了土壤发育，植被增加，改

善了区域生态环境，先民占据坝上生态位，随
着人口增加，资源压力增大，独特的农牧交错
带地理位置，旱作农业开始萌芽。故，生态环
境孕育是农业起源和形成阶段的坝上模式的
第二个特点。

生业经济演化
对 86000 余粒兴隆遗址种子，1800 多片

果核进行鉴定，获得距今 8700 年至 6000 年
的一批粟黍遗存。部分炭化黍粒直接碳十四
测年，距今约 8600年，这也是目前种子直接
测年的最早的黍；除了粟黍，还发现了小粒
草本种子、野燕麦和蔷薇科果树种子。人骨
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有C4信号，说明先民
食用粟黍，鱼类也是食物资源。大量陆生动
物和水生鱼类的发现，表明狩猎采集在先民
生计中占主导位置，小型哺乳动物和几类食
草动物在强化利用，狗已被驯化、猪处于驯
化过程中。

四台遗址第一期遗存，距今 10400 年至
9000 年，农业因素萌芽；第二期遗存，距今
7700年至7400年，农业因素突出；第三期，距
今7300年至7100年，发现了典型的裕民文化
的遗迹、遗物，是内蒙古高原最南部的裕民文
化遗存，旱作农业初步形成。稳定同位素分析
表明，距今 10400年至 10000年，家犬已经消
费一定量的C4类食物，明显不同于野生生态
系统之下动物群的稳定同位素特征。距今
7000多年前，这些区域的古代人群已经将C4

类农作物作为主要食物来源，狩猎采集经济
的重要性大大降低。

坝上高原四台、兴隆、脑仁陶勒盖遗址木
炭遗存中都有一定比例的果树木炭和种子，
还有管理迹象，表明先民存在采集行为。

总之，动植物和稳定同位素的研究表明，
坝上地区生业经济从旧新过渡时期的狩猎采
集到全新世时期的广谱利用、低水平食物生
产、资源的强化利用的演化，促进农业的起源
和形成。故，生业经济演化是农业起源和形成
阶段的坝上模式的第三个特点。

旱作农业起源“坝上模式”
距今10000年至8000年旱作农业起源阶

段：全新世气候回暖，狩猎采集人群占据坝上
生态位，开始出现定居生活和耕种行为的遗
迹、遗物，农业开始萌芽，狗已经驯化，猪处在
驯化之中，生业经济以采集狩猎经济为主。距
今8000年至7000年旱作农业形成阶段：气候
暖湿，定居聚落扩大，定居加强，陶器、骨器手
工业出现，广谱经济，低水平食物强化利用，
农业初步形成。

研究表明，旱作农业起源、形成是一个系
统工程，是全球气候环境、遗址地貌、地理位
置、水文等生态环境、野生动植物和栽培植物
生态习性及先民主观能动性下的行为方式
（定居、农业工具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这
些因素塑造了旱作农业起源和形成的“坝上
模式”，即“生态环境孕育、生业经济演化、定
居方式强化”。“坝上模式”填补了中国北方旱
作农业起源和形成区域研究的空白，为理解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格局中坝上高原的贡
献提供了重要实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 （以下简称
“项目”） 自 2001年预研究启动，至 2025年
通过绩效评价验收，已历经25年。项目第五
阶段 （2020—2024），项目组围绕良渚、陶
寺、石峁、二里头等29处遗址开展田野工作
并进行多学科合作研究，不断调整研究预
案，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成果撮要
如下：

第一，基于田野考古工作和测年技术取
得重大突破，细化了中华文明起源年表。

项目组突破常规检测方法，采用贝叶
斯统计和核密度估计法对测年结果进行分
析，综合分析考古遗存背景，对重点遗址
的关键时间节点探索有了新的认识，对牛
河梁第一地点 （女神庙）、以石峁及碧村
为代表的北方石城遗迹和三星堆祭祀坑的
年代学测定，突破了既往预估；中原腹心
地区新石器时代重大环境事件发生和二里
头遗址的精细化年代构建进一步凸显了测
年在重大事件中的意义，为中华文明起源
研究的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依据田野考古实证，修订了中华
文明起源的阶段性过程。

项目开展以来，田野考古发现对中华文
明起源阶段发展特征的系统性认识有了新的
补充。在项目前四阶段认识的基础上，对中
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关键阶段的阶段性划
分做出了新的调整。

项目认为，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黄
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的各个
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标志着
各地区相继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因
此，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从距今
5800 年开始可划分为两个时代，其中距今
5800 年至 3800 年为古国时代，距今 3800 年
至2200年为王朝时代。

古国时代是各地区域文明发展的阶段，
可分为前后三个阶段：古国时代第一阶段：
距今 5800 年至 5300 年。这一阶段在考古学
文化方面可对应仰韶文化中期、大汶口文化
早期、红山文化中期、崧泽、大溪、油子岭
文化。古国时代第二阶段：距今 5300 年至
4300年，这一阶段在考古学文化方面可对应
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二期文化、大汶口文
化中晚期、红山文化晚期、良渚、屈家岭-
石家河、马家窑文化。古国时代第三阶段：
距今 4300 年至 3800 年，这一阶段在考古学
文化方面可对应各地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
以及石峁、宝墩、肖家屋脊、钱山漾文
化等。

古国时代之后是王朝时代，大体从距今

3800年至2200年，在考古学上可对应二里头
文化至秦统一之前的时期，这阶段是王朝背
景下的文明一体化发展阶段。

新的划分方式不但与考古新发现契合，
也能更好地反映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
关键阶段在不同地区此起彼伏、波澜壮阔
的态势。需要强调的是，古国时代早期与
晚期发展起来的国家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
系，没有高低之分，都是在自己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不同地区的古国间没有直接
的继承关系，但物质文化与农业、手工业
技术，尤其动植物物种、贵重资源、高等
级权贵手工业产品却在相互之间传承。

第三，以田野考古新发现为中心，运用
多学科分析技术，描述凝练了各区域文明起
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社会表征。

项目执行期间，所涉的多个遗址考古工
作先后获评“全国考古十大发现”及“中国
考古新发现”，也有若干项目入选“考古中
国”重大成果。新发现显示：

在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牛河梁遗址群
第一地点前后 9 座台基的发现，为重新认
识女神庙区域的性质与布局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江淮之间的凌家滩遗址确认了多重
环壕、复杂的公共空间以及高等级贵族墓
地周围的祭祀遗存。

这些新发现暗示，在这一阶段，社会
复杂化在聚落之间和中心聚落内部全面展
开；中心聚落将普通村落逐渐整合成更大
的整体，进而和比邻的群落建立起种种关
系。聚落群内部和聚落群之间开始出现前
所未有的政治因素。玉石器在黄河、长江
和西辽河流域有不同的表现和创造，反映
出不同地区的社会分化具有不同模式，体
现出各地不同的文明进程。长江流域社会
复杂化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中下游地区
都发现了占地面积达百万平方米以上的中
心聚落。这类大型聚落兴建时期都有水
坝、引水渠、环壕等聚落外围水利设施，
聚落内也有复杂的水管理系统。水利管理
系统的兴起，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促使
稻作农业在生业经济中的占比明显提升。
大型聚落和水管理系统的修建，体现了区
域人力调动能力的提升。

在古国时代的第二阶段，此前发生在聚
落群内部的整合行为，此时扩大到聚落群之
间乃至整个文化区。大型都邑或区域中心的
出现，也反映出人群的汇聚与吸附能力。不
同区域根据自身特征选用不同的生业经济策
略和稳定发展模式，建构了史前社会复杂化
进程区域性发展的底层逻辑。

稻作农业在长江流域社会发展中逐渐起
到决定性经济支撑作用。长江下游地区太湖
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地区江汉平
原和澧阳平原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区，无
论是聚落等级的分化还是公共资源、人力的
调配，复杂程度较前一阶段已有质的变化，
率先发展出了“早期国家”这种政体，步入
文明。良渚文化早中期之交，良渚早期国家
正式形成。长江中游地区多个遗址发现有大
型水利工程和水管理体系，与同时期的良渚
趋同。

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大汶
口文化的社会复杂化走上快车道。双槐
树、焦家遗址显示出多重环壕形成的复杂
城邑，焦家、岗上遗址发现了反映复杂社
会等级的墓葬，部分墓葬构筑在专门堆筑
的人工土台之上。不同地区聚落的大型公
共设施或空间逐渐增多，社会等级化的划
分凸显，军权或军事权力在这一时期尤其
明显。不同地区间的远距离交流开始增
多。但是否已经发展出国家政体，尚无法
确认。

从意识形态角度讲，不同区域有不同
的选择。良渚文化可能有发达的一神教信
仰，但目前在江汉平原和澧阳平原尚看不
出这种迹象。

这一时期，焦家、良渚等遗址都存在远
距离的物品交流，反映出对地缘空间的扩张
与突破。

在古国时代第三阶段，西辽河流域红山
文化全面衰落，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发展逐
渐衰落陷入停滞。大部分的石家河文化城址
逐渐荒废。肖家屋脊文化仅在个别遗址中有
若干文明进程的表征出现。

这一时期长江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地
区在四川盆地西部边缘，以宝墩、高山等
遗址为代表，开始出现密集的筑城现象。
三星堆遗址宝墩文化堆积分布面积达 500
万平方米，是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中国彼
时规模最大的聚落。

随着文明化的进程，进而形成了一个
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奠定了中国历
史发展的基础。黄河中游地区大型都城涌
现，国家形态的整体开始出现，具有布局
规划意识且带有礼制意义的大型夯土基址
在都城内出现，社会等级化的日益加深，
不同族群间、不同地区间的冲突日益增
多。晋陕高原出现了具有统一规划思想的
石城聚落，呈现出某种模式化的特点，这
应该是“地方性知识”的共同认知，开启
了一条新的社会发展道路。 （下转6版）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新成果与新认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执行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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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器分析揭示华南古人群的生存方式
高星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演化历程的第一篇
章，占据人类历史的 99%。旧石器时代中华大
地生存过不同阶段的远古人群，他们如何生
产与生活？制作和使用了哪些工具？以什么方
式获得了哪些食物？具有怎样的认知能力和
生存方式？

针对云南省江川县甘棠箐遗址出土的约
30万年前的一组木器的多学科分析成果，为
探究上述问题提供了重要证据与启示。

2025 年 7 月 4 日，国际顶级期刊《科学》
（Science）刊发甘棠箐遗址研究成果《300,000-
year- old wooden tools from Gantangqing,
southwest China》，向学术界宣告：东亚最早、
体系最完整、功能最清晰的旧石器时代木器
组合，在中国云南重见天日。该论文描述了甘
棠箐遗址发掘出土的35件保存完好的年代约
为距今 30万年的木器，分析了这批木器的制
作技术与功能，阐释了其对研究东亚、东南亚
远古人类工具技术、资源获取方式和认知计
划能力的价值与意义，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和
媒体广泛关注。

甘棠箐遗址坐落于抚仙湖南约 5公里的
一处自南向北流淌的小溪西侧的坡地上，地
理坐标为 24°18′26.76″N, 102°50′48.20″E, 海
拔 1836 米。该遗址于 1984 年被发现，1989 年
进行过首次考古发掘，出土大量石制品和动
物化石及木质材料。2014—2015 和 2018—
2019两个野外考古季，该遗址被再次发掘，揭
露面积 64m2，出土丰富的石制品、动物化石、
木质材料、植物种子和用火遗迹。

该遗址出土的木质材料和植物种子保存
完好，数量丰富，目前被识别出 60多个属，包
括松属、葡萄属、花椒属等。大量的植物遗存
被保存下来，这在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十分罕
见，是何成因？为此考古队开展了沉积学、古
环境学与埋藏学分析。大型植物化石表明，当
地处在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环境；
孢粉数据揭示 40个植物科属，含多个水生植
物种类，指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莎草
科、禾本科、泽泻科及蕨类等湿生植物占据优
势，表明当时甘棠箐周边为湖沼环境。遗址出
土的大型哺乳动物以鹿类为主，有些层位出
现剑齿象、巨貘、犀牛等华南更新世常见种
类，进一步印证当时该遗址处在热带—亚热
带环境下。遗址还出土了丰富的小型哺乳动
物及龟类、鸟类，反映了当时存在草地—灌
丛—森林复合型的生态系统。其中，潜水鸭的
存在说明在古人类活动时期，湖泊持续保持

至少 2米的水深。多学科综合研究表明，甘棠
箐的古人群生活在温暖潮湿的热带、亚热带
环境下，周围水草丰沛，林木茂盛，动物种类
繁多，是一块理想的古人类栖居地。

多项地质、化学、生物指标显示，甘棠箐
遗址位置与环境特殊，处古抚仙湖湖岸；遗址
在饱水、稳定的环境和快速埋藏的条件下保
存了大量有机质材料。缺氧环境造就了木器
及其他有机质材料得天独厚的保存条件。

为测定古人类在甘棠箐遗址活动的年
代，考古队做了系统的古地磁样品提取与分
析，得到的磁性地层皆为正向；结合动物群化
石证据，确定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地层形成于
布容正极性时期，不老于78万年。但该方法无
法进一步缩小年代窗口。

考古队转而采用近些年强势发展的光释
光技术（OSL）做遗址的测年工作，共采集 23
个沉积物样品进行释光测年，对超过一万颗
钾 长 石 进 行 了 单 颗 粒 红 外 激 发 光 释 光
（pIRIR）测试，采用最新的全球增长曲线
（GSGC）对单颗粒信号（LnTn）进行统计分
析，获得遗址的形成年代范围为距今 35至 20
万年的结论。对文化层中的一颗哺乳动物牙
齿进行ESR/ U系测年，获得的年龄为约28.8
万年，与钾长石的光释光测年结果一致。根据
OSL和ESR的测年结果，通过贝叶斯模型分
析为遗址建立了可靠的年龄框架：含石制品
和木器等文化遗存的地层的年代跨度为36至
25万年。

甘棠箐遗址出土近千件木质材料，其中
35件被鉴定为人类加工的木器。其中两件为
需双手持握的大型挖掘棒，其余则为可单手
持握的小型挖掘工具。

为论证这些木器的人工属性及其特定功
能，研究团队开展了材质分析、制作技术分
析、功能分析、痕迹分析、残留物分析和实验
模拟等专项研究。

经对遗址超过 5000 粒植物遗存的系统
鉴定分析，发现松属植物是甘棠箐古人群最
喜好利用的木材类型。35件具有明确人工加
工和使用痕迹的木器中，70%的木材类型为
松属。

如何证明这些木器确是人类制作与使用
的工具？考古队首先开展了痕迹观察与分析。
肉眼观测和显微分析发现，19件标本有明显
的因削枝修型和削尖加工使用端而留下的削
刮痕，17件尖端存在因使用而产生的磨光条
痕和断裂破损迹象。这些痕迹出现在特定部

位并具有方向性，是确凿的人类加工与使用
的证据。根据尖部形态特征，这些木器可进一
步被划分为圆尖型、扁尖型、凿刃型和勾刃型
四类。

这些木器是做什么用的？观察发现，多数
木器的尖端保留土壤残留物，从其上提取到
植物淀粉粒，经实验室分析发现淀粉粒主要
来自葛根类植物，进一步证明这些木器的主
要功能是挖掘可食性的地下植物根茎。

为进一步论证这类木器能被旧石器时代
人类用简单的石器加工制作并具有挖掘的功
能，考古队开展了针对性的模拟实验。共有 9
件木器被加工出16个与出土木器近似的可供
使用的尖端，加工木器的工具是与遗址出土
石器相似的以燧石为原料打制的石片和砍砸
器。其中 10个尖端被用来做掘土和挖掘植物
根茎的实验。该实验成功模拟复原了用石器
加工木器并用来挖掘植物根茎的过程，而且
木器上的加工与使用痕迹和出土标本很相
似，辅证遗址出土的木器是人类制作和使用
的具有特定功能的工具。

甘棠箐遗址出土的木器具有重大的研究
价值与学术意义。

对“东亚竹木器假说”的验证：长期以来，
学术界认为东亚地区古人类在旧石器时代高
度依赖竹木器，相对简单的石器的主要功能
是制作竹木器，但该假说一直缺乏证据支持。
甘棠箐成组木器的出土，证明东亚远古人类
确实制作和使用过木器，木器在先民的生存
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

对研究东南亚古人类的生存方式与能力
提供了重要信息：甘棠箐遗址罕见地保存了
大量植物遗存，发现了古人类运用木质工具
挖掘利用地下植物根茎等食物资源的可靠证
据，首次系统性揭示了古人群采集、利用植物
食材的生活图景，将现代人类荤素搭配的营
养摄取方式推前至旧石器时代早期。

揭示古人类认知与计划能力：甘棠箐遗
址保存的木器和植物遗存表明，当时的华南
人群已经对可用资源具备认知、前瞻规划和
利用能力。他们不仅熟稔可食性植物的种类、
精准掌握各类植物的可食部位，还能预判这
些食物在不同季节的分布，并能为预期目标
制作适用的工具，揭示出其独特的认知能力、
资源利用策略和适应生存方式。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旧石器时代人类演化与遗传国家
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